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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制度： 发展、 危机与改革困境∗

———瑞典案例及其对中国共同富裕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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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同富裕建
设具有重要启示。 瑞典是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 瑞典社会民主党以
平等务实的执政理念、 适时可调整的福利模式以及稳固多元的民意
基础支撑起福利国家制度建设与改革， 实现了长期执政； 秉承改良
主义与合作主义传统， 以 “人民之家” “第三条道路” 等指导思想
奠定福利国家建设的理论基础； 当福利国家发展陷入危机时通过扩
张与紧缩相结合的政策选择， 应对经济发展困境和社会福利政策的
路径依赖问题； 面对选民基础不稳定性加剧的形势， 重新突出平
等、 阶级等核心议题， 除了继续重视传统工人阶级， 还积极争取中
间阶层的支持， 建立跨阶级联盟。 当前， 如何发挥社会民主主义的
政治引领作用， 在高税收高福利的路径依赖中探寻改革方向， 以及
如何弥合不同政党的主张和民意需求， 成为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的关
键议题。 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的经验， 特别是开展协商对话、 建立利
益调节机制、 构建综合平衡且可灵活调整的福利模式以及追求社会
公平的价值取向等， 可以为中国在共同富裕愿景下提升社会治理能
力、 推进社会政策创新发展以及凝聚社会共识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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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日渐清晰， 构建中国式福利国家的思想和实践

再次受到重视。① 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创造， 福利国家制度确立的初衷旨在

达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进步秩序， 通过全面的物质保障与福利措施来缩

小贫富差距、 减少贫困现象、 缓和阶级矛盾从而解决社会危机。 经历二战之

后的黄金发展期， 福利国家制度几经调整与变革后日益固化与定型。 福利国

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为公民提供住房、 医疗、 教育、 卫生等方面的服务和福利，
这种社会福利无论覆盖的是特定人群还是全体公民， 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劳

动力的去商品化效应，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贫富分化。② 但

伴随现代自由主义的危机， 福利国家的各种优势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被普遍逆

转， 不仅无法解决国家财政收入的有限性与公民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
而且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 在转型与改革中多次面临合法性危机。

面对危机， 西方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思想界的左派、 中间派和右派分别

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 提出相应改革方案。 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

为代表的新右派崇尚新自由主义， 大力倡导回归市场与福利私有化， 以此克

服政府提供福利过程中存在的浪费、 低效、 腐败和福利依赖等问题。 以罗斯

和梅杰里为代表的左派 （社会政策理论流派） 就如何协调政府、 市场和个人

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各自的角色进行了深刻反思， 提出了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

社会分工的发展理念， 倡导以政府为主导， 社会组织、 社区、 家庭等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福利体系的建设。③ 以吉登斯为代表的中间派推崇 “第三条道

路”， 既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 提倡通过社会政策投资人力资本、 提升个人

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 也主张选择更符合经济效率的政策工具， 寻求 “激活

劳动力” 政策的共同偏好， 将促进就业视为关键举措。④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福利国家制度改革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在持续发生变化， 在具体政策实施中

也因存在诸多模糊之处而招致不少批评。 随着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

权债务危机的暴发， 福利国家再一次被置于政治争论和社会冲突的旋涡之中。
虽然福利国家制度改革存在不少问题， 但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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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其经验教训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有诸多借鉴价值， 也可以为中国

共同富裕建设提供有益启示。① 瑞典是福利国家建设的典型样本， 在类型划分

上属于北欧模式， 其制度变迁、 历史经验和发展前景对当前中国社会福利制

度改革与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已有研究围绕瑞典福利国家建

设与改革进程形成了丰硕成果， 但多数研究聚焦于福利国家建设的历程梳理、
福利制度模式的比较与批判， 以及就业、 养老等专项福利政策的经验介绍，
少有研究从政党政治视角阐释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福利国家建设与改革进程中

的定位与作用。 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 瑞典社会民主党平等务实的执政理念、
适时可调整的福利模式以及稳固多元的民意基础， 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支撑起

瑞典福利国家建设， 使瑞典能够建立起一套 “从摇篮到坟墓” 的社会福利制

度体系， 社会贫困基本消除， 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
据此， 本文尝试以瑞典为案例， 透视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 危机与改革

困境； 从政党政治视角提出执政理念、 福利模式和民意基础的三维解释框架，
分析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福利国家建设与改革的措施， 并以

此检视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的变迁逻辑和发展趋势， 及其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

改革与共同富裕建设的启示。

一　 瑞典福利国家的缘起

福利国家起源于 １９ 世纪末， 至今已有 １００ 多年的发展历史。 瑞典是较早

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 早在 １８４７ 年， 瑞典就通过了 《穷人法》， 首次将

社会福利问题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 从而为瑞典现代福利体制奠定了基础。
１９３２ 年， 瑞典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组成 “红绿联盟”， 在 “人民之家” 思想

的指导下， 开始 “中间道路” 的实践探索， 并逐步实施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政

策， 建立起全民医疗保险、 全民免费教育和人人有房可居的社会政策体系，
社会福利政策范式也从救济转向公民权利， 为瑞典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框架

基础。
（一） 改良主义传统

瑞典的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底蕴奠定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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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信奉中庸、 适度的政治原则， 其所秉承的改良主义

和协商传统深深影响了其执政理念。 瑞典社会民主党于 １８８９ 年诞生， 成立之

后便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的浪潮之中， 为争取普选权和实现 ８ 小时工作制而

斗争， 逐步扩大了在工人群众中的社会影响。 在早期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的过程中， 社会民主党党内不同派别围绕 “要不要融入议会制度， 要不要走

改良主义道路” 问题进行了争论。 １９１７ 年， 在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
受第二国际①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影响， 瑞典社会民主党对党纲进行了修

改， 逐渐转向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 并改用 “社会民主主义” 来概括自身任

务， 这奠定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治国理政的整体思路和基本特征。
党组织内部的分裂为瑞典社会民主党转型为改良主义政党创造了空间。

１９１７ 年， 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 党内左翼宣布退党， 约 １ ／ ５ 的党员

（骨干是社会民主党青年联盟成员） 从社会民主党分离出来， 组建左翼社会民

主党， 并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联系。 左翼力量从社会民主党的分离一定程

度上为社会民主党转向改良主义政党扫清了障碍，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

党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价值观。 从其党纲、 理论政策和为工人阶

级争取利益的实际行动来看， 分裂后的社会民主党仍然具有较强的工人阶级

政党色彩。 在坚持工人阶级政党本色的前提下， 社会民主党对自身的意识形

态和施政策略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 积极吸引中间阶层的支持， 其社

会影响不断扩大， 在议会选举中的支持率也逐渐上升。②

党纲总则与政治纲领分歧强化了党的改良主义理念。 ２０ 世纪上半叶， 瑞

典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思想还体现在其党纲总则与政治纲领的差异上： 政

治纲领贯彻的是一种改良性的政治理念， 与富有革命性的党纲总则一直存在

矛盾。 具体来说， 社会民主党的党纲总则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色彩， 确认资本

主义与工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 并指出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

的最高目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改造， 即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

度的社会革命。③ 相比而言， 该党的政治纲领主张按照轻重缓急的思路， 围绕

普选权、 男女平等、 民主代议制、 宗教自由、 结社和集会自由等改良性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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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义政治议题展开行动。 虽然政治纲领也涉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改造和实

行计划经济等内容①， 但常常置于纲领末尾， 实际上未予以认真实施。 此外，
从整体篇幅上看， 改良主义政策主张仍构成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的主体， 大

量的福利政策内容充斥其中， 而对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内容则相对

更少。
（二） “人民之家” 理念下的社会福利扩张

“人民之家” 理念为瑞典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社会民主党第二代领导人佩尔·汉森 （Ｐｅｒ Ａｌｂｉｎ Ｈａｎｓｓｏｎ） 在议会

下院参加有关中央政府预算的讨论时， 阐述了他的 “人民之家” 设想， 为瑞

典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政治理念。 汉森认为： “国家好比家庭， 共同

情感和团结一致是家庭的基础， 一个好的家庭不会把任何成员放在优先考虑

或不被认可的地位， 既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 也不会将任何人视为弃

儿， 好的家庭将体现平等、 理解、 合作、 互助的精神。”② 就当时的国内情境

而言， 瑞典在政治、 经济上存在较多不平等现象， 为了实现 “人民之家” 的

理念， 必须 “打破将公民划分为特权者与不幸者、 穷人与富人、 优裕者与贫

困者、 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各种藩篱与障碍”， 而实现 “人民之家” 的根本途

径是 “工人参与经济管理， 实现经济民主， 并把这种民主参与运用到政治和

社会领域”③。 换言之， 社会民主党主张放弃通过建立公有制来改造资本主义

的设想， 认为 “平等、 福利、 合作” 才是实现社会化改良长远目标的重要基

础， 对私人所有权可以通过立法形式进行限制。④ 为此， 瑞典社会民主党致力

于通过税收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等措施来发展普遍福利， 以提升工人阶级地位，
进一步消除社会差别。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以 “人民之家” 计划为蓝本， 瑞典

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都经历了重大

改革： １９３４ 年建立了失业保障制度， 同时实施住房建设补贴； １９３５ 年议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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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锋、 时红著：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６９ 页。

Ｖｉｃｔｏｒ Ｐｅｓｔｏｆｆ，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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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１９７ －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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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法律缩短了农业工人的工作时间； １９３６ 年通过新的年金立法， 同时扩大政

府对家庭的福利补贴； １９３８ 年实施全体职工享有两周带薪假期的制度。
整体而言， 瑞典社会民主党推动的早期社会福利改革具有内容广泛、 覆

盖面广、 保障水平高等特点。 首先， 社会福利改革内容广泛， 涉及生育、 抚

养、 就业、 就医、 住房、 保健、 养老等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其中国民基本

年金、 国民附加年金和国民健康保险构成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三大支柱。 其

次， 社会福利项目覆盖面广， 涵盖了儿童、 妇女、 老人、 残疾、 雇员、 贫困

家庭等各个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最后， 社会福利支付水平高。
以医疗保险的改革为例， ２０ 世纪初建立的瑞典医保制度缺乏稳定的国家资助，
补助金过低。 １９３１ 年国会通过新的 《已认证伤病基金条例》， 要求国家财政

向伤病基金提供补贴， 按人头发放的部分一般为每人 １. ５ 克朗， 无权领取伤

病金的间接关联成员为每人 １ 克朗； 直接关联成员如无权领取伤病金， 则为

每人 ２ 克朗， 其余每人 ３ 克朗。①

（三） 参与型社会的形成

参与型社会的形成为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民意基础。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

上台之初， 提出以 “自由、 平等、 合作的社会” 取代 “以阶级为基础的社

会”， 在政策纲领的阐释中也提出党的首要任务是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普选权而

斗争， 以期达到 “无分性别， 给所有成年人普遍的、 在政治和地方选举中同

等的直接选举权”②。 为此， 瑞典社会各界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运动。 在这种

社会潮流的推动下， 瑞典于 １９０７ 年对议会下院选举制度进行改革。 这次改革

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但大体上实现了下院选举的男性普选权。 １９２１ 年，
瑞典妇女获得选举权， 从而完全实现了全体公民的普遍选举权。③

社会民主党适时调整组织定位， 使党本身更加开放包容。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

间资本主义大萧条波及瑞典时， 社会民主党从实用理性的原则出发， 放弃了

“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 的政治纲领， 转而将瑞典学派提出的赤字预算、 经济

—８８—

①

②

③

“Ｋｕｎｇｌ. Ｍａｊ： ｔｓ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ｎｒ７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ｉｋｓｄａｇｅｎ. ｓｅ ／ ｓｖ ／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 －
ｌａｇａｒ ／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 ／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ｋｕｎｇｌ － ｍａ ｊｔｓ －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ｎｒ － ７５＿ＤＳ３０７５.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５］

Ｐｉｅｔｅｒ Ｂｅｖｅｌ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Ｒ. Ｐｅｎｄａｋｕｒ，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ｕｎｉ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ｅｎ”，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５， ２０１４， ｐｐ. ６８９ － ７０９.

Ｊｏａｋｉｍ Ｐａｌｍ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 Ｃｌａｒｋ 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ｅｌ Ｗｈｉｔｅｓｉｄｅ （ ｅｄｓ.），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ｄｒａ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０４， ｐｐ. １４５ －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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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政策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因而逐步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 汉森在继

任社会民主党主席以后， 逐步调整了党的政策方向， 不仅完全放弃了阶级斗

争理论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主张， 还提出社会民主党应该是一个 “人民党”
的主张。 相较于以往的 “阶级党”， “人民党” 更有利于赢得农民和中产阶级

的支持， 更有利于实现党的目标。① 随着政策理念的调整，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上半叶逐步巩固其社会基础， 并从 １９３６ 年开始长期执政。
劳资协商机制确保瑞典福利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瑞典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分别代表全国劳方和资方签署历史性的 《萨尔

茨耶巴登协议》， 建立了全国性的劳资协商机制。 该协议承诺通过妥协性的劳

资协商而非对抗性的劳资冲突来解决利益纠纷， 标志着现代瑞典社会最具代

表性的社会弱势群体和社会强势群体正式承认彼此利益关切的合理性， 并开

始以协同参与的方式处理相互间的主要矛盾。 自此， 瑞典社会弱势群体作为

最主要的政治代表完全融入社会治理体系， 甚至成为其最主要的参与者。 参

与型社会的形成也保证了瑞典福利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 为瑞典社会民主党

收获了长期稳定的选民支持。②

二　 瑞典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

二战后， 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 ２０ 多年的黄金发展期， 英国、 瑞典等福利

国家建设取得显著的发展成就。 瑞典社会民主党根据战后本国国情， 制定了

《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 强调继续推行社会改良政策和福利建设计划， 把充

分就业作为党的首要目标。 在这一纲领指引下， 瑞典社会民主党重视与其他

政党的合作， 继续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和福利建设， 从而迎来长达 ４４ 年的连

续执政， 进入福利国家建设的黄金时期。
（一） 政党合作主义

二战结束以后， 由社会民主党、 人民党、 温和联合党和中央党组成的瑞

典战时大执政联盟解散。 １９４５—１９５１ 年间， 在社会民主党第三任主席塔格·
埃兰德 （Ｔａｇｅ Ｅｌａｎｄｅｒ） 的领导下， 社会民主党连续一党执政。 埃兰德政府奉

—９８—

①

②

Ｂｏ Ｂｅｎｇｔｓ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ｗｅｄｅｎ： Ａ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Ａｎｄｒｕｓｚ （ ｅｄｓ.）， Ｔｈｅ
Ｃｏ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９， ｐｐ. ２４９ － ２７４.

李捷： 《参与型社会与现代福利国家的奠基： 以 ２０ 世纪上半叶瑞典为例》， 载 《深圳大学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４２ － １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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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作主义， 积极推行政党妥协与合作， 主张劳资妥协、 阶级合作政策， 妥

善处理政府、 工会与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为福利国家建设和福利政策扩张

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政党妥协与合作为福利国家建设创造了条件。 通过 １９ 世纪晚期的政治民

主化行动以及 ２０ 世纪最初 ２０ 年的议会选举， 瑞典形成了包括左翼 （共产党

和社会民主党）、 中间派 （自由党和中央党）、 右翼 （保守的温和联合党） 在

内的比较稳定的五党格局。 在这种政党格局下， 社会民主党同其他政党的妥

协与合作主要表现在联合组阁。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 社会民主党

与农民党达成 “红绿联盟”， 支持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６０ 年代后随着 “红绿

联盟” 的解体， 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等组成社会主义政党联盟， 从而保住了

它的优势执政地位。 此外， 政党间的合作还体现在社会民主党与各利益集团

的妥协。 瑞典因其特殊的国情，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集团。 不同的利益集

团拥有不同的阶级基础， 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团体， 具有不同的政党代表。 利

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妥协与合作不仅为社会民主党带来相对稳定的执政地位，
也为瑞典福利国家建设创建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劳资团结为社会政策扩张扫清了障碍。 以 《萨尔茨耶巴登协议》 精神为

基础， 瑞典劳资双方形成了协商共治的传统， 将生产领域的决策权基本上留

给资方， 工人运动所担负的责任就是按照社会正义的标准， 运用政治手段对

日益增加的产出发挥影响。 １９４９ 年， 为了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 使阶

级妥协政策制度化， 埃兰德政府成立了 “星期四俱乐部”， 就重大经济问题与

企业界人士举行非正式协商。 从 １９５５ 年起， 埃兰德首相又邀请企业界、 工会

及各大利益集团领导人定期到他的乡间别墅 “哈普森” 共商国是， 后来这一

做法逐渐演变成政府与多元利益集团间的沟通协调机制， 被称为 “哈普森民

主”。 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 各利益集团和政党在议会对重大问题进行表决前

都要进行充分协商， 达成政治共识， 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政治分歧与冲突。 可

以发现， 二战以后， 瑞典在中央层级上确立了劳资间的基本合作框架， 这一

框架之后发展为一套完整的劳资合作体系， 也成为瑞典式阶级妥协模式的一

种象征。 此外， 劳资团结还体现在劳资双方与政府三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

上。 二战以后， 瑞典成立了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 它是政府、 工会和资本

家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的机构。 为了保证经济不断发展， 该机构与各方确立

了包括劳动力计划、 职业培训计划、 就业服务、 失业救济、 长期经济计划等

在内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这充分体现了政府 （掌握政治权力资源的社会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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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 劳方 （维护工人权益与利益的工会） 与资方 （掌握经济权力资源

的私人资本家） 三方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合作妥协。①

（二） 福利国家建设与社会福利扩张

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在二战结束后开启了福利国家建设， 推行了大量的

社会政策。 在大萧条中上台的社会民主党痛感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

社会的危害， 因而主张在保留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 通过国家调控

引导企业 “有计划地、 合理地使用生产资料”， 形成 “混合经济” 的国民经

济结构。
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埃兰德政府在工

会推动下通过立法在全国建起了包括儿童补贴、 免费教育、 疾病保险、 失业

与劳动保险、 人民养老金与附加退休金、 妇女产假、 社会救济与社会服务等

在内的一整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体系， 覆盖面之广、 福利标准之高在西方

国家中少有匹敌。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６０ 年党纲中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终

目标是 “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②。 为此， 瑞典社会民

主党尽力缩小阶级差距， 使全体国民更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 终于建

立起了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
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成为福利国家建设的主要抓手。 自 １９４８ 年开始， 瑞典

政府着手编制经济中期发展计划， 把控制和调节社会投资的规模、 时机甚至

地点作为稳定经济和落实政府经济计划的中心环节， 并利用行政手段、 信贷

政策、 税收政策、 福利政策等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良。
埃兰德政府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建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善社会

保险制度， 从 １９４７ 年开始实施儿童补助、 增加人民养老金， １９５５ 年实行公共

医疗保险并逐步扩大医疗保险规模， 建立了 “从摇篮到坟墓” 的高水平社会

保障体系； 二是对住房提供资助， 提高民众的住房水平， 政府大力投资建设

公共住房， 其中大部分是联排公寓； 三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推广九年义务

教育并增加对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投资， 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提高劳动者

就业能力； 四是大幅提高就业者工资水平， 实行高工资、 高福利的薪金政策。
１９７７ 年， 政府公共福利与各种补助支出占到瑞典 ＧＤＰ 的 ７５％ 。③

—１９—

①
②
③

Ａｎｄｒéｎ Ｎｉｌ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１９６２， ｐ. ２０.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著： 《各国社会党手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１１７ 页。
［美］ 史蒂文·克莫雷著， 王宏周等译： 《西欧社会主义： 一代人的经历》， 北京： 东方出版

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２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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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致” 的工资政策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成为福利国家建设的显著

特征。 １９６９ 年， 接替埃兰德的奥洛夫·帕尔梅政府继续加强社会福利与社会

建设， 大力倡导 “团结一致” 的工资政策， 并推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团
结一致” 的工资政策提出不管男女之间、 不同企业间、 不同行业间、 不同地

区间， 对于同样劳动所支付的薪酬差异均应当消除。 它促使一些生产效率较

高的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而那些效益较差的落后企业则被淘汰。 积极劳动

力市场政策则通过大量的再教育及劳动培训， 把失业雇员迅速地转移到竞争

力较强的新劳动岗位上去， 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 在

社会民主党执政 ４０ 多年后， 瑞典商业企业的 ８５％ 、 制造业企业的 ９４％仍属于

私人所有。 同时， 政府将学校、 医院等社会服务部门交予国家管理， 并建立

了庞大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机构， 使公共部门投资和就业达到社会总投资

及就业的 ４０％ 。 整体上， 瑞典政府通过庞大的公共部门对 ６５％左右 （其中一

半用于投资） 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社会再分配。 生产领域中高度发达的市场

经济与分配领域中高度的计划调节相结合， 成为瑞典福利国家建设的显著

特点。①

（三） 传统民意基础的转变与跨阶级联盟的形成

二战前后，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开始从传统 “阶级党” 向 “人民

党” 转变。 欧洲社会民主党早期执政所受到的限制已经表明， 仅仅作为工人

阶级政党这一身份已不足以为其赢得足够的政治授权， 要想获得足够的选民

支持， 必须向其他社会阶级开放。 瑞典社会民主党及时做出调整， 除了继续

巩固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外， 该党作为执政党有意淡化了自己的阶级身份并

向中间阶层选民靠拢。
工人阶级选民的持续支持保障了稳定的民意基础。 二战后， 瑞典政府通

过包括工资和养老金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 赢得了白领阶层及白领工会联

合会的支持。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绝大多数中下层白领选民支持社会民主党。 一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社会民主党依然高度依赖工人阶级， 在选举政治中

也充分利用了工人的高度组织化以及工会会员集体党员制， 即工会会员自动

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② 庞大工人阶级的稳定支持加上渗透到工作场所的网络

组织， 是社会民主党长期保持稳定政治地位的最强有力的基础。 从支持结构

—２９—

①
②

顾俊礼著： 《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２０５ 页。
Ｈａｎｓ Ｗｅｓｔｌｕ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ｗｅｄｅｎ ”，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６１， Ｎｏ. ２， ２００３， ｐｐ. １６３ －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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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中可以看到， 虽然二战后尤其是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社会民主党向新

中间阶级开放并取得明显进展， 却始终保持了来自传统工人阶级队伍的稳定

支持， 支持率保持在 ７０％ 以上。① 此外， 瑞典工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

了战略工联主义原则， 即工会在制定、 形成其政策时， 不仅充分考虑自身与

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协调， 还会充分考虑到自身对国家经济的总体责任以及各

项政策的相关性。② 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瑞典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伙伴

关系。
跨阶级联盟的初步形成拓展了民意支持基础。 工人阶级的稳定支持加上

扩大对新中间阶级的吸引力， 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竞选战略的核心。 这种战略

与其说是党的 “全方位化”， 不如说是一种立足于工人阶级的跨阶级联盟。 不

过， 在中间阶级中的突破主要集中于白领和中间管理人员队伍， 而在其他阶

层中则差异很大。 因而， 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 “全方

位” 战略更准确地说是一种 “准工人阶级” 和 “准全方位” 拓展社会基础的

战略。③ 研究发现， 包括瑞典在内的欧洲国家政党的历史经验显示， 社会民主

主义的 “全方位” 政策之所以能够奏效， 恰恰因为其人员构成是跨阶级的，
而这种跨阶级战略之所以有效恰恰又因为它们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④

三　 瑞典福利国家陷入危机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爆发石油危机后， 资本主义经济出现 “滞胀”， 西方主

要大国经济几度陷入衰退之中。 在此背景下， 瑞典福利国家建设也遭遇前所

未有的危机， 社会民主党四次失去政权 （１９７６—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 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２２ 年以来）。 １９７６ 年， 由于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通货

膨胀不断扩大， 政府债务攀升， 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落败并结束长期执政。
但在 ８０ 年代初凭借 “第三条道路” 为理论指导， 瑞典社会民主党又得以重新

—３９—

①

②
③

④

Ｍåｒｔｅｎ Ｐａｌｍａ ａｎｄ Ｉｎｇｅｍａ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ｉ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ｒｕｂ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Ａ. Ｗｉｓｅ （ ｅ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ｐ. ３５５ － ４０２.

岳经纶： 《瑞典工会运动与战略工联主义》， 载 《西欧研究》， 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０ － ２５ 页。
Ｍ. Ｇｅｒａｓｓｉｍ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９４５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 ２００２， ｐ. ５１.
Ｍａｒｖｉｎ Ｏｌｓ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ｗｅｄ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３， １９７４， ｐｐ. ３２３ －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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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 ９０ 年代初， 受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的影响， 社会民主党遭受来自非社

会主义政党的猛烈攻击， 但由于中右翼政府的改革成效甚微， 社会民主党于

１９９４ 年重获政权并开始长达 １２ 年的执政。 虽然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执政业绩

显著， 但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和社会政策的明显右转， 它在 ２００６ 年选

举中再次败给了温和党主导的中右联盟。
（一） “第三条道路” 与 “新第三条道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遭受新自由主义的猛烈批评，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７６ 年的大选中失利， 结束了连续 ４４ 年的执政。 为了重

新扩大政党影响， 赢得选民支持， 社会民主党开始系统反思此前的理论不足

及由此产生的政策弊端。 在帕尔梅的领导下， 社会民主党根据时代的变化提

出了 “第三条道路” 的经济政策主张， 其主旨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与

里根主义的供应学派紧缩政策之间找到一条扩张与紧缩相结合的道路。 １９８１
年， 社会民主党通过了 “瑞典之未来” 的决议， 认为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扩张

政策和里根主义的供应学派紧缩政策都不能适应瑞典实际发展的需要， 瑞典

今后应实施介于 “膨胀” 和 “紧缩” 之间的 “第三条道路”①。
“第三条道路” 强调福利紧缩。 １９８２ 年，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帕尔梅领导

下重返政坛， 以 “第三条道路” 理论为指导， 对经济模式、 福利体系及所有

制等领域进行了改革。 通过推动货币贬值、 减少国家干预、 改造国有企业、
降低税收， 刺激出口型经济的活力， 改善收支平衡， 压缩政府开支和个人消

费， 扩大公共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 使瑞典在整个 ８０ 年代的经济状况有了好

转。 从 １９８３ 年到 １９８８ 年， 瑞典年均经济增速达到了 ２. ７％ ； 失业率由 ３. ５％
下降至 ２％左右， 远低于欧洲其他发达国家。 特别是在财政收支平衡上， 在没

有削减社会福利的前提下， 到 １９８８ 年瑞典已经基本消除了 １９８２ 年以来高达

１３％的财政预算赤字。② 社会民主党也由此获得了较为稳定的选民支持， 相继

赢得了 １９８５ 年和 １９８８ 年大选。 应当说， 社会民主党在 ８０ 年代推行的 “第三

条道路” 是为应对经济社会危机、 巩固执政地位而做出的现实选择， 其诸多

改良措施带有明显的向资本主义妥协的现实主义特征。 “第三条道路” 的施政

理念和改革举措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福利国家的固有矛盾， 但为日后处理

—４９—

①
②

袁群著：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历史、 理论与实践》，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２７ 页。
Ｄｅｖｉｎ Ｊｏｓｈｉ ａｎｄ Ｎｅｈａ Ｎａｖｌａｋｈ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ｅｅｋｌｙ，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４７， ２０１０， ｐｐ. ７３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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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①

“新第三条道路” 强调市场活力。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面对东欧剧变和

右翼政党崛起的不利形势， 社会民主党新任主席约兰·佩尔松 （ Ｇｏｒａｎ
Ｐｅｒｓｓｏｎ） 提出 “新第三条道路” 作为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挑战的解决方案。
这一路径在内容上既不同于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开辟的、 介于苏联式社会

主义和美国式资本主义之间的发展道路， 也不同于 ８０ 年代为应对经济危机而

采取的扩张和紧缩相结合的 “第三条道路”， 而是一条介于社会民主主义与新

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新路径。② 其目的在于使社会民主主义的 “现代化” 获

得一个新的载体， 超越左右分野的传统政治思维框架， 既不走传统左派 “僵
化的国家干预主义” 的老路， 也不走新右派完全放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起来。 佩尔松

政府在继承社会民主党自由、 平等、 团结等传统价值的基础上， 吸收自由主

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 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社会公正， 又能让经济充满活力

的新路③， 推进了瑞典福利国家的改革进程。 “新第三条道路” 使社会民主党

不仅走出了执政危机， 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新科技

革命兴起的新形势， 迎来了三届连任。
（二） 亲市场化改革与福利供给策略转变

瑞典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体系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开始遭遇危机， 社会

民主党在这一时期的福利改革虽然呈现出显著的亲市场化和紧缩特征， 也转

变了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福利供给模式， 但在其不同执政阶段仍然呈现出社会

福利路径依赖的特征。
全面推行亲市场化改革。 帕尔梅政府在 １９８２ 年上台以后对福利负担和福

利依赖现象进行了反思， 但整体改革力度不大， 主要从如下三方面进行调整。
一是缩减福利开支， 重点是降低医疗保险津贴和改革养老金制度。 １９９０ 年，
社会民主党政府将疾病津贴的补偿率从住院头 ３ 天的 ９０％降到 ６５％ ， ４ 至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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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ｈｉｌｉｐ Ｗｈｙｍａ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 Ａ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 Ａｓｈｇａｔｅ，
２００３， ｐ.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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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补偿率降至 ８０％ 。① 二是推动福利制度的地方化改革， 降低中央政府的

财政支出。 １９８３ 年帕尔梅政府通过法案规定， 瑞典各郡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

者， 也是医疗服务的财政支撑和医疗市场的监管者。② 三是逐步实行福利制度

的私有化改革， 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模式， 鼓励职业养老金的多元化发展，
同时大力发展私营健康保险业和私人医疗中心。 ９０ 年代中期， 在佩尔松领导

下， 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更为激进的市场化改革， 更加突出保护市场的动力，
同时压缩旨在解决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 包括减税、 部分公共领域的私有化

改革， 以及从强调充分就业政策转向强调反通货膨胀政策。 １９９４ 年， 重新执

政的社会民主党把恢复财政平衡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并为此推行紧缩

政策， 包括稳定货币、 减少福利国家保护以及对公共服务和产品的私有化等。
转变福利供给策略。 在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调整过程中， 社会民主党逐

渐转变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福利供给模式， 越来越强调在福利供给上需要国家、
市场、 社会、 家庭以及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 以达到最佳福利供给效

果。 在福利供给内容上， 也逐渐转变为综合性社会救助、 能动性社会服务与

内生能力培育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福利制度体系。 以就业保障政策为例，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 瑞典一度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目标中的 “第一目

标”， 强调积极的主动就业而不是消极的现金救济， 这种政策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初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时期为瑞典的就业稳定提供了保障。 自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开

始， 瑞典政府通过为长期失业者提供 “激活保证” 政策来刺激就业， 规定领

取失业救济金的条件是参加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个项目或至少六个月的

教育培训。③ 可以发现， 瑞典福利国家制度从传统的 “国家保护公民” 逐渐

向 “公民自身能力提升” 转变， 更加强调依据社会成员资格来确定相应的社

会福利权利， 并逐渐将个人福利权上升为一种政治要求和政府责任， 即不论

贫富、 性别和种族， 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地享有福

利保障。④ 整体而言， 这一时期福利供给策略的转变对改善就业市场、 提高劳

动者素质和就业能力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也为瑞典福利国家改革探寻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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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ｏｓｔａ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ｅ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１， １９７８， ｐｐ. ４２ － ５８.

Ｉｒｅｎｅ Ｓｃｏｂｂｉ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Ｓｗｅｄｅ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 ９０.
［德］ 沃尔夫冈·麦克尔著， 童建挺译：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能力： 西欧六国社会民主党执政

政策比较》， 重庆： 重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２１５ 页。
王梦怡、 彭华民： 《福利制度视角下的社会权利及本土化反思》， 载 《理论月刊》， ２０２２ 第 １

期， 第 ９７ － １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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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
（三） 工人选民基础的动摇

脱离工会组织损害了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选民基础。 鉴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经济危机对福利国家的冲击， 借凯恩斯主义衰落之机， 新自由主义猛烈抨击

福利国家制度和国家干预模式， 导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削弱并在

１９９１ 年失去政权。 随着右翼政党的上台执政， 瑞典也掀起了减少国家干预、
减轻税负、 推行私有化的自由化浪潮。 失去执政地位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进行

了自身改革： 一方面调整与工会的关系， 总工会不再是其集体党员， 脱离了

组织上的正式联系； 另一方面淡化自身的阶级色彩， 突出其 “全民” 代表的

立场。 社会民主党认识到取消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传统政策已经过时， 主

张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 政治权力不再源于财产占有， 而是源于公民权。 然

而， 由于调整的幅度过大， 社会民主党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自身传统的社会

基础， 失去了大量工人阶级选民。①

向中间选民靠拢的方针收效甚微。 选民构成的进一步变化导致社会民主

党所依赖的传统工人阶级比重进一步下降， 而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白领队

伍进一步扩大。 新的职业阶级在私人部门、 知识密集型企业和公共事业部门

发展壮大， 原始意义上的体力劳动工人数量进一步减少。② 由于中产阶级在政

治上缺乏价值认同， 也没有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 多元的社会角色使其在政

治立场方面具有矛盾性与不确定性， 因而新兴中产阶级大多立场漂浮不定，
一旦其政策诉求得不到响应便转投其他政党。 社会民主党不仅未能维持政治

领导地位的跨阶级联盟， 其为适应变化而做出的政策调整也不足以弥补传统

工人选民基础动摇带来的损失。
新兴左翼政党也威胁到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地位。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 瑞典绿党

正式成立， 虽然它在瑞典兴起的时间不长， 斗争经验远不如其他传统政党丰

富， 但其初登政治舞台便与社会民主党争夺选民。③ 绿党倡导的反对政党政

治、 精英政治和等级化的思想④不仅吸引和分化了大量的青年选票， 也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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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ｉｋｋｏ Ｋｕｉｓｍａ， “Ｎｏｒｄ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４， ２０２０， ｐｐ. ５９４ － ６０７.

Ｈｅｌｅｎｅ Ｃａｓｔｅｎｂｒ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１８９２－１９５４”，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７１，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ｐｐ. ２１３ － ２３５.

岳经纶： 《瑞典绿党的崛起》， 载 《西欧研究》， 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１ － ２５ 页。
Ｊａｎｅ Ｊｅ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ａｎｎｅ Ｍａｈ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ｗｅｄｅｎ”， ｉｎ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０１， Ｎｏ. ９， １９９３， ｐｐ. ７６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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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政党的党员产生了影响。 很多党员对传统左翼的方针政策和组织原则不

满而脱党或转投绿党， 而绿党所得选票正是社会民主党所失选票。 冷战结束

后， 绿色政治运动的迅猛发展对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基础构成了压力。 为了迎

合选民的需求、 与绿党争夺选票， 社会民主党已开始将生态问题纳入自己的

纲领，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来自传统右翼政党和新兴左翼政

党的挑战在不断加大。①

四　 瑞典福利国家的改革与困境

伴随着始于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 福利国

家再一次被置于政治争论和社会冲突的旋涡之中， 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瑞典福利国家也因政党碎片化、 福利政策的路径依赖以及选民基础不确定性

加剧等问题， 面临改革困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间， 虽然由温和党率领的保守党

联盟带领瑞典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保守党政府在减少失业、
改善社会福利方面乏善可陈， 导致其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下降。 于是瑞典政治

风向标再度左转， 社会民主党迎来重返政坛的良机。 ２０１４ 年， 斯蒂芬·洛夫

文 （Ｓｔｅｆａｎ Ｌｏｆｖｅｎ） 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结成 “红绿联盟” 击败了保守党

联盟， 组成少数党政府。 虽然社会民主党重获执政领导权和发展机遇， 瑞典

福利国家建设也获得新的机遇， 但在弱势内阁的不利条件下， 其执政前途充

满挑战和变数， 在社会福利政策改革上捉襟见肘， 面临困境。
（一） 政党碎片化与政党合作

政党碎片化是瑞典政治生态的显著特征。 社会民主党在 ２００６ 年大选失利

后陷入新的危机， 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大选的两个结果凸显了瑞典政治生态的新变

化。 一是保守主义的温和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得票差距不到 １％ ， 这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大党的地位第一次受到严峻的威胁， 这

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政治中的相对政治优势正在失去。 二是以民主党为

代表的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议会， 打破了瑞典政治舞台上没有极右翼政党的

政治 “例外”， 导致瑞典议会传统左右政治格局的变化。 ２０１４ 年后民主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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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Ｎｉｋｌａｓ Ｈａｒ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 Ｓｏｈｌ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ｆｔ－ ｒｉｇｈ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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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ｐｐ. ２７８ －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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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议会第三大党， 导致传统左翼和中右翼政治力量都难以形成多数的局面，
一种新的碎片化格局形成。

主导地位动摇与政党政治合作。 在整个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普遍面临困局

的背景下， 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虽仍显示了其政治领导能力，
但其传统的政治主导地位受到了严重侵蚀。① 一方面， 瑞典社会民主党受到了

来自中右翼和极右翼的制约。 ２０１４ 年洛夫文领导社会民主党重新赢得执政权

并与绿党和左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 社会民主党艰难地保

住了执政地位， 但却创下百年新低的得票纪录， 成为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最脆

弱的一届政府。 另一方面， 瑞典社会民主党还受到左翼政党的制约。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左翼政党取消对红绿联合政府的支持， 直接导致了洛夫文政府的信任危

机， 同年 １１ 月洛夫文辞去党领袖和首相职务， 而新任党领袖玛格达莱娜·安

德森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在就任之初就遭到预算案受挫、 绿党退出联合政

府的打击。 在 “红绿联盟” 瓦解之后， 社会民主党不得不组成一党少数政府。
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挑战。 ２００８ 年以来， 伴随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

不断恶化以及欧盟的移民政策问题， 瑞典不同政党之间围绕移民、 犯罪等问

题产生的争议日渐激烈。② 这一时期， 主张排外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瑞典

民主党在政坛强势崛起。 瑞典民主党在 ２０１４ 年大选中获得了 １２. ７％ 的得票

率， 较 ２０１０ 年大选时翻倍， 蹿升至议会第三大政党， 成为影响瑞典政局的一

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危机加重的背景下， 瑞典国内也将面

临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的威胁。 事实上， 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如此。 在

向议会提交的 ２０１５ 年预算案问题上， 由四党联盟组成的反对党否决了社会民主

党关于增加税收以提高对教育、 福利和就业投入的议案， 酿成了新政府的执政

危机。 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宣布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提前举行大选。 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
民主党获得 １７. ６％的选票， 赢得议会 ９６ 个议席。 尽管被排斥在组阁之外， 但民

主党日益高涨的声势使其成为影响瑞典政局走向的重要力量。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由温和党、 民主党、 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反对党

阵营在议会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胜出， 社会民主党政府下台， 结束了中左翼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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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３ － ４， ２０１９， ｐｐ. ２２０ －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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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八年的执政。 这一选举结果意味着， 瑞典国内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极右翼

政党已获主流影响力。 在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的欧盟议会选举中， 右翼和极右翼政党

表现抢眼， 其支持率上升趋势十分明显。 相比之下， 瑞典社会民主党仍然是

议会第一大党， 而民主党则落后于温和党和绿党， 位列第四。 虽然社会民主

党的主导地位得以维持， 但政党碎片化局面进一步加剧， 瑞典福利国家的改

革路径充满不确定性。
（二） 社会福利改革的路径依赖

福利国家的发展目标和行为模式发生变化。 在新自由主义逻辑支配下，
为了提升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瑞典政府通过削减企业税负、 升级产业政

策和促进科技创新政策等措施发展大企业并鼓励中小企业创业， 保证了本国

工业体系的竞争优势。 瑞典社会福利制度依然保持着高税收、 高福利的特点，
但由于社会支出的税基逐渐发生变化， 基于社会权利和平等主义的收入再分

配原则发生变化， 老年福利开支遭受削减， 社会服务也逐渐市场化。
社会福利改革存在路径依赖。 高税收高福利依然是福利国家的显著特征，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欧洲金融经济危机以来， 瑞典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

福利缩减， 而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改变经济发展的战略减缓金融危机对于

本国的冲击。 一方面是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进行科技创新，
大力发展信息通信产业。 以高科技为产业主导的模式使瑞典在国际竞争中处

于优势地位， 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保证

了经济的稳步发展。 另一方面是高度重视社会服务业。 瑞典福利国家制度通

过直接为人民提供社会服务实现高水平的社会保护，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思路

充分发挥了社会政策的 “社会稳定器” 作用， 也削弱了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

的消极影响。 研究数据发现，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 年间， 由于瑞典税收制度向低税负

转型和国家福利体系的普惠性减弱， 社会政策的减贫作用出现弱化趋势， 但

是， 政策实施后的贫困发生率始终小于实施前的贫困发生率。 这说明瑞典福

利体系在促进再分配、 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三） 选民基础不确定性加剧

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 瑞典执政党的选民基础发生了

巨大变化。 ２１ 世纪初，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新党纲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表述重新

—００１—

① Ｊｏａｋｉｍ Ｐａｌｍｅ ａｎｄ Ａｘｅｌ Ｃｒｏｎｅｒ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Ｐａｔｈ’ ｏｒ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 ｆｏｒ ‘ ｔｈｅ Ｌ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ｅｒｍａｎ Ｄｅｌｅｅｃｋ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ｔｗｅｒｐ，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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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转， 再度突出平等、 阶级等核心问题， 并强调社会民主党在劳资冲突中始

终代表劳方的利益。 社会民主党开始修复与工会的关系， 向传统的工人选民基

础适度回归。① 但是， 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在重视工人阶级的同时排斥中间阶

级。 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基础除了日渐由传统工人阶级向中间阶层靠拢外， 国内

政党碎片化格局以及选民的惩罚性投票行为客观上也为社会民主党带来一定的

机遇。
欧洲一体化问题加剧社会民主党选民基础的不稳定性。 在英国脱欧后，

欧洲议会重新恢复多层级治理模式， 并将部分权力退还给成员国政府， 欧洲

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加剧； 与此同时， 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欧陆国家却加紧

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从短期来看， 中间选民仍认为统一的欧盟体系强于单

个国家 “孤军奋战”。 欧洲一体化的加深事实上体现了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愿

望、 企业集团对统一商业框架的需求以及政界应对全球问题的渴望， 而这些

都需要通过主权国家的合作以及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来实现。 因而， 致力于

加强欧洲一体化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仍有望保住议会的多数席位。
俄乌冲突为社会民主党提升选民支持带来契机。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以来， 长期

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 ２００ 多年来未参与过战争的瑞典于 ５ 月 １６ 日正式宣布

决定加入北约， 并宣称将以此次乌克兰危机为契机， 重新审视本国长期以来

的军事不结盟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 俄乌冲突发生以来， 民意的变化也推动

着瑞典政府重新考虑 “加入北约” 的决定。 欧洲晴雨表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的民调数

据结果显示， 瑞典国内对加入北约的民意支持率由上月的 ４８％上升至 ５７％ 。②

相比而言， 瑞典最大纸媒 《新闻日报》 （Ｄａｇｅｎｓ Ｎｙｈｅｔｅｒ） 进行的一项民意调

查显示，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在 ２０２２ 年 ２—３ 月间跃

升 ４ 个百分点， 达到 ３３％ ， 这是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以来该党支持率的最高民调

数据。③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５ 日， 芬兰、 瑞典与北约组织正式签署了加入北约组织议

定书后， 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强， 这也将直接影响瑞典国内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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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Ｌｅｅ Ｍｉｌｅ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ｅｙ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Ｉｎｇｅｂｒｉｔ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ｏｎ Ｗ. Ｍｏｓｅｓ （ ｅ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ＵＫ， ２０００，
ｐｐ. ２１８ － ２３９.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Ｍａｙ ２０，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ａｔ －
ｙｏｕｒ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ｆｉｌｅｓ ／ ｂｅ － ｈｅａｒｄ ／ ｅｕ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５］

“Ｆｌｅｒａ Ｆａｍｉｌｊｅｒ Ｏｒｏｓａｎｍäｌｄａ ｅｆｔｅｒ Ｋｒａｖａｌｌｅｒｎａ ”， Ａｐｒｉｌ ２３，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ｐ. ｓｅ ／ ｎｙｈｅｔｅｒ ／
ｓｖｅｒｉｇｅ ／ ｆｌｅｒａ － ｆａｍｉｌｊｅｒ － ｏｒｏｓａｎｍ％Ｃ３％Ａ４ｌｄａ － ｅｆｔｅｒ － ｋｒａｖａｌｌｅｒｎａ － １. ７１１７９８１７.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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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民意支持率。 可以发现， 民意的支持情况直接影响着瑞典政党政治的局

势， 这对于正遭受右翼和极右翼制约以及左翼政党背叛的社会民主党而言不

失为一个机遇。
综上所述， 在长期执政过程中， 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平等务实的执政理念、

适时可调整的福利模式以及稳固多元的民意基础， 支撑起瑞典福利国家建设

进程。 如表 １ 所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 “人民之家” 执

政理念将进步主义的平等观念与实用主义的妥协精神结合起来， 在历经多年

的完善和发展后， 为瑞典带来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 ７０ 年代以后， 社会经

济环境的变化在挑战传统瑞典福利国家模式的同时， 也冲击了传统的民意基

础。 瑞典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调整过程中， 既显示出普遍的市场化改革倾向，
也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瑞典福利国家改革面临挑战与

困境， 瑞典社会民主党虽然两度大选失利， 但通过发挥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引领作用， 在构建左右翼平衡中弥合不同政党主张， 在高税收高福利的路径

依赖中推进社会福利政策改革， 在选民基础不稳定性情境下重新突出平等、
阶级等核心议题， 使得瑞典福利国家改革一度取得良好效果。 进入 ２１ 世纪

后， 在政党碎片化格局加剧的形势下， 社会民主党同时面临传统左右翼政治

竞争与新兴极右翼政党的挑战， 其跨阶级联盟的选民基础遭受进一步侵蚀。

表 １　 瑞典福利国家建设的演进特征

时间阶段 执政理念 福利模式 民意基础

瑞典福利国家的缘起 “人民之家” 社会福利扩张 参与型社会

瑞典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 政党合作主义 福利国家建设 跨阶级联盟

瑞典福利国家陷入危机 “第三条道路” 福利紧缩 工人选民基础动摇

瑞典福利国家改革困境时期 政党政治合作 福利国家改革 靠拢中产阶层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

五　 福利国家制度改革及对中国共同富裕建设的启示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不同时期推进福利国家建设的措施与经验， 反映了西

方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的逻辑变迁与发展趋势。 当前， 西方福利国家在改革执

政理念、 调整福利模式和凝聚民意基础等方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这些恰恰

是中国迈向高质量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因此， 本研究可以为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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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共同富裕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
（一） 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

通过瑞典案例， 可以发现福利国家制度旨在通过国家层面的管理， 建立

“从摇篮到坟墓”， 涵盖医疗、 卫生、 教育、 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一系列社会福

利保障措施。 福利国家在建设初期， 一方面主张通过改良主义和合作主义克

服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固有缺陷， 另一方面期望通过社会福利扩张和建设

参与型社会， 缓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
如通过累进税制进行资源再分配， 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 为推进实质

性平等和社会公平开辟了一条可行道路。 然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经济危机爆发

后， 福利国家面临全球化、 经济衰退、 人口老龄化等诸多困境， 其理论基础

与政策路径都遭受严峻挑战， 福利国家制度改革面临巨大压力。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社会福利理论界的左派、 中派和右派分别对福利国

家制度进行深入批判， 并提出相应改革方案。 右派一般认为， 导致福利国家

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高福利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及无效性， 这种制度本身

既不符合人的本性， 也不符合当代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 因此它必然会失败，
于是右派推进大规模的福利缩减政策。 左派则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并非由于

这套制度本身的缺陷， 而是由于一些外部因素所导致， 并主张通过降低福利

国家社会保障的成本来消除危机， 以迎合中间选民需求， 适应全球化的挑战。
中间派试图超越以往左派和右派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 寻求介于凯恩斯主义

的扩张政策与里根主义的紧缩政策之间的 “第三条道路”， 走出一条扩张与紧

缩相结合的道路。 相比于传统福利国家， 中间派更加侧重于为个人提供补贴

以及进行事后补救的方式， 主张通过提供服务增强个人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

的能力， 并强调对社会风险的事前预防。 虽然中间道路的政策选择和选民基

础的策略调整为福利国家发展带来新的生长点， 但福利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改

革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 改革并没有动摇以资本

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 无法从根本上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也就无法彻底真正摆脱危机， 更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随着俄乌冲突、 难民问题、 粮食危机等世界性和地缘

性政治问题的加剧， 劳动者就业安全感缺失、 社会阶层分化以及暴力犯罪攀

升等问题深刻影响着福利国家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瑞典社会民主党、 德

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等传统左翼政党相继为此付出惨痛的政治教训， 福

利国家改革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核心关切。 虽然经济全球化和跨国资本集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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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致使国家无法有效监管资金流动， 但在就业、 医疗、 教育、 养老等社会保

障与社会福利议题上仍然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得到有效协商和治理。 在不稳定

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下， 传统左翼政党亟须重新凸显其福利国家建设理念

并提出可行政策方案。 具体而言， 在执政理念方面， 继续秉承改良主义与合

作主义的政党传统， 通过协商对话凝聚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识， 增

强左翼政党间的内部沟通与联合， 并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与右翼政党开展广

泛合作。 在福利模式方面， 与时俱进地提高适应社会变化和自我革新的能力，
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状态适时调整社会福利政策。 当前， 应进一步强化对福利

系统的国家控制功能， 继续采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通过扩大公共部门

和提升就业补贴来保障就业。 在民意基础方面， 重塑与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

的关系， 既要承担对传统工人阶级的责任， 又要积极吸引新的劳动者群体和

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 并关注极右翼和极左翼等非传统党派的选民意见。
总而言之， 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国际环境下， 如何在政党碎片化

的条件下构建左右翼之间的平衡并发挥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引领作用， 在高

税收高福利的路径依赖和经济发展张力中探寻福利国家改革的道路， 以及如

何弥合针对欧洲一体化问题的不同政党主张和民意需求， 成为福利国家新变

革的关键议题。 这些治理实践也可以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共同

富裕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二） 福利国家改革对中国共同富裕建设的启示

中国特色福利制度与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存在显著差别。 中国实现共同富

裕道路的实质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 发挥分配制度在促进共同富裕

中的基础性作用， 通过不断完善共享机制， 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换言之， 物质基础是否丰厚决定着可供全民共享的潜在规模， 再分配机制是

否合理决定着全民共享的公正程度， 两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定因素。① 据

此， 全面认识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与改革经验， 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

设和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以瑞典为案例考察福利国家建设的演进历

程可以发现， 坚持平等务实的执政理念、 适时可调整的福利模式以及稳固多

元的民意基础， 是福利国家改革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 这些经验特别是开展

协商对话、 建立利益调节机制、 构建综合平衡且可灵活调整的福利政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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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功成： 《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的逻辑关系及福利中国建设实践》， 载 《社会保障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３ －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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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社会福利政策的路径依赖问题， 追求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的政策目标

等， 有助于中国在促进共同富裕愿景下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协商治理水平，
推进社会政策创新发展， 凝聚社会共识， 促进社会和谐。

首先，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协商治理水平， 重视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

多元参与， 为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一方面， 要

注重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协商治理水平。 从观念的层次上看， 尽管福利国家

执政理念创新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出发点并在一定时期缓解了国内

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 但福利国家一直将提高其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能

力作为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包括积极倡导不同政党之间、 劳资之

间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开展协商与对话， 通过相互妥协达成谅解与共识， 这

些对于中国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促

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 要重视社会力量和社会组

织的多元参与。 例如， 在合作主义的政制建构下， 瑞典工会组织、 雇主组织

和社会民主党政府建立了三方伙伴关系， 三方的相互合作和紧密互动形成战

略工联主义、 集体谈判、 社会保障和团结工资政策等劳资团结模式， 为瑞典

福利国家建设与社会政策扩张扫清障碍， 这些经验可以为中国共同富裕愿景

下不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此外， 借鉴福利国家改革

中的福利多元主义和社会投资理念， 可以充分发挥妇联、 工会、 基金会等社

会组织的作用， 强化对困难群众的社会帮扶力度， 提供多元帮扶渠道。
其次， 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社会政策创新发展， 解

决社会福利政策的路径依赖问题。 一方面， 福利国家改革历程表明， 政府结

合本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通过积极转变福利政策模式，
有助于摆脱福利国家危机， 促进福利国家改革与发展。 这些对于中国共同富

裕愿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应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政策

的保护性和发展性功能， 探索普惠型社会政策模式。 例如， 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建设， 通过强化对公共服务行业的扶持力度， 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

和社会服务行业的投入， 可以在经济形势不确定、 消费疲软、 出口乏力的背

景下， 以社会服务和民生事业为突破点， 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既可以抵御

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消极影响， 又能维护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 福利国家改革

历程表明， 完善的福利制度体系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但社会

福利政策改革存在路径依赖， 社会支出过多不仅会加重财政负担， 同时也存

在 “福利养懒汉” 的风险。 据此， 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再分配领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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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作用， 也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补充作用， 推进社会政策体系深化改

革与模式创新。 例如， 在民生投入和社会支出方面， 可以采取项目制建设模

式扩展社会服务领域， 强化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提升社

会服务质量与水平。
最后， 凝聚社会共识， 优化收入结构， 解决收入不平等， 促进社会和谐

团结。 福利国家改革历程表明， 以社会公平为首要价值的福利制度虽然一定

程度上有碍于生产领域效率的增长， 但各项福利政策的实行效率和公平性得

以保证， 这不仅可帮助人民实现有尊严的生活， 也成为其他国家追求社会公

正和平等的重要参考。 例如， 长期以来， 瑞典政府重视国民收入均等化， 追

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 实行 “团结一致” 的工资政策， 即同工同酬的工资

政策， 雇员无分地区、 行业均可以依据全国统一工资标准计算工资收入， 且

该统一工资标准所体现出的工资差别被限定在 “合理” 与 “公正” 的限度

内。 这些政策做法可以为中国缩小城乡差距、 调整收入结构提供重要启示。
一方面， 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推进收入分配结构改革， 建立统一社会身份

的工资政策体系和社会保护制度， 并倡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跨越城乡差异、
区域差异和职业分隔的社会政策体系。 另一方面， 通过推进税收改革， 减免

各种类型市场主体的税收， 同时提高富人阶层的税率， 推动中产阶级的壮大，
逐步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收入结构。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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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ｌｅ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ｒａ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ｔｏ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ｖａｒ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ｈ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８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ｗ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ｕ， Ｙｕｅ Ｊｉｎｇｌ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ｏｌｄ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ｗｅｄｅｎ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ｑｕ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ｖｏ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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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１ ２０２５

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Ｓｗｅｄｅｎ ｆｅｌｌ ｉｎｔｏ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ｔ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ｖｏｔｅｒ ｂａｓｅ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ｉｔ

ｈａｓ 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ｃｏ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 ｉｔ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ｈｏｗ ｔｏ ｅｘｅｒ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ｏｔｅｒ 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ｗｅｄ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ｍ，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１０７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ＤＧｓ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ＭＤＧｓ），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ＬＡ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ＤＧ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ａｓ ｓｌｏｗｅｄ ｄｏｗｎ， ｏｒ ｅｖｅｎ

—４６１—


